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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思想底蘊  

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齊鵬飛 

 

 

自 2010 年以來已經連續舉辦了七屆的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是第

一次聚焦於“‘一國兩制’與澳門學”這個主題來展開研討。我認為，這對於

我們“澳門學”的深化研究是大有助益的。因此，今天我也想借本次參與研討

的機會，談一點個人的想法和看法。我發言的題目是：以“一國兩制”文明範

式為思想底蘊，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大家都熟知――近四十年來，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由澳門本地學者率

先提出和大力倡導的“澳門學”研究，取得了可謂是令人矚目的重大進展和突

破。無論是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之界定和釐清，在其研究對象、研究重點、

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之梳理和闡釋，在其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研究工具之提

煉和總結，在其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歸納和概括，在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

話語體系之建構方面，所逐步形成的一些獨到思考、獨到見解，還是在其所圈

定的“澳門學”研究領域所湧現和積累的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及其產生的比

較大、比較好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使其成為通常意義上的“澳門研究”中

的一個最具標識度、彰顯度和指向性的學術流派和學術現象，這都是值得充分

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而“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之成就和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提及的：一個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

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放置於具有深厚底蘊和豐沛資

源的澳門歷史和澳門文化這兩個特定的場域；一個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 

                                                            
 在第七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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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視閾放置於“中西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

兼容、互動共生”之“全球史觀”和“全球化史觀”之理論維度，努力推動實

現此一“地域學”的“本土化”“中國化”和“國際化”。 

但是，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的是，迄今為止，澳門的“澳門學”研究，距

離學術繁榮的理想目標還遠遠在路上，其學術探索和理論探索尚未全面完成從

自在到自為、從自發到自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三大體系”包括

自主知識體系尚未全面完成有機構建而蔚為大觀的基礎任務。 

造成目前“澳門學”研究這種缺憾的制約單元，同樣是錯綜複雜的，如背

後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不僅僅有澳門微型經濟體之偏小、偏弱的經濟體量

及其影響力，而且還有長期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對外形象等。同樣，我們回

到“澳門學”研究本身檢視，也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諸多令人思想困惑之處。

我們以“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為例――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

學”研究者在長期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過程中，已經取得一系列主要聚焦於

“三大體系”構建方向上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如以“綜合”和“交叉”為

“特色”以及以“特色”建“優勢”，如不僅要“往回看”而且要“向前

看”，如不僅要“國際化”而且要“中國化”，等等。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

的“澳門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和意識到，初始狀態的“澳門

學”研究與可以比附的，但早已成為一門比較成型和成熟之國際顯學的“敦煌

學”研究之間巨大的差異性。這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

的且至關重要的重大缺憾，也是本人長期如鯁在喉而不吐不快的――那就是

“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與“澳門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不否認，以澳門

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也並沒有漠視“一國兩制”因素在“澳

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對於兩者的關係，

相當一部份學者還有頗具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的學術探討和闡釋，但是就整體

性而言，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對於將“一國兩制”理

論與實踐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作為

“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支撑和主要驅動力的思想自覺、理論自覺、學術自覺，

還是有比較大的欠缺的。為甚麼要突出强調這一點？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沒

有“中國故事”、“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就沒有“澳門故事”、“澳

門經驗”、“澳門智慧”；沒有“一國兩制”，沒有澳門回歸，就沒有“澳門

學”！脫離開了祖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華民族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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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央政府“一國兩制”

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付諸實踐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

開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建構即澳門回歸和“新澳門”建設的大背

景和驅動力，亦即脫離開了“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所

謂的“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構建，勢必成“無本之木”、“無源之

水”。 

為甚麼如此說？理據是甚麼？ 

其一，澳門回歸，是“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大背景和主要驅動力 

這裏，有我們必須關注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澳門學”的發軔、“澳門

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直接的誘因和驅動力，就是中央政府“一

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的付諸實踐，就是“一國

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探究“澳門學”的歷史底蘊和亮色，這是繞不過去的

門檻。 

澳門回歸，也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將其重新納入國家

治理體系。徹底結束其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徹底結束其與祖國內地

分離而長期孤懸海外的悲慘歷史，是澳門開埠以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

轉折點，它昭示着，澳門從此將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與祖國內地有機融為一體，共同為實現國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而携手奮鬥；澳門同胞從此將真正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主人，與祖國內

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强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

族的偉大榮光。而且，澳門回歸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一國兩制”

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核心要義和基本特點，是“一國”與“兩制”的有機統

一，“求一國之大同、求兩制之大異”，不僅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祖國內

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澳門建設好；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是“尊重中央全

面管治權”與“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强後

盾作用”和“提高澳門自身競爭力”的有機統一。同時，澳門回歸還是在澳門

“廢除殖民主義”和“保留資本主義”的有機統一。因此，我們講――“一國

兩制”是中華文明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和偉大貢

獻，有機構建了和平與發展時代國與國之間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實現民族國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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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共生的新模式。我們講：“一國兩制”

是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且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在這種解決方案和制度安排下，澳門歷史發展中原有的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方面所積累積澱的一些不可替代之“優勢和

特色”將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當然，必須適應澳門回歸的歷史性轉折在

“一國兩制”的新時代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澳門回歸，不僅是政治回歸、法理回歸，而且也是文化回歸、學理回歸，

亦即人心回歸。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也對澳門同胞提出了適應這

一偉大歷史性轉折完成“去殖民化”而有機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

新文化的歷史性課題。 

也就是說，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直接催生了澳門同胞當家作

主的主體意識的萌發，催生了澳門同胞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國家意識的全面復蘇，催生了澳門同胞重構以“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為底色和亮色的澳門文化之中華文化

主體、主流和統領地位的思想自省和自覺，催生了澳門同胞在迎接“一國兩

制”新時代進行澳門新文化建設進程中“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化”而重

新建立“中國澳門”本位的澳門文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學術自省和自覺。其

率先探索和突破的領域就是澳門文化的意識形態主陣地――“澳門研究”。以

一種全新的視角、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範式，對於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

會和對外關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進行適應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

轉折和“一國兩制”新時代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梳理、重新闡釋，這一歷史任務，

就成為愛國愛澳的澳門同胞尤其是澳門本土的文化人和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

責任。而“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就是其中最直接、最强烈

的歷史回音。 

其二，“一國兩制”建設，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撑力和主

要營養劑 

澳門回歸以來，在“澳門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和重大成就而呈

現出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的同時，關於“澳門學”問題的深化研究，亦即“澳

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構建的工作，也在持續推進，出現了一些新氣象、

新局面，迎來了“澳門學”大討論的第二次高潮、第三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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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回歸以來的二十餘年間，澳門的“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

比較大、比較好的成就和影響力，有三個至關重要的背景性、基礎性、支撑性

的條件，是不能漠視和回避的―― 

一是“九九”回歸前停滯不前陷入嚴重困境的澳門經濟在“九九”回歸

後重新煥發了青春，走出了一條繼續保持祖國內地對外開放之“窗口、橋樑、

國際通道”的“傳統特色”和“區位優勢”，全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和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的經濟發展新路，創造並維繫了年均兩位數

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經濟實力、經濟影響力攀升至其經濟

現代化之旅啓程以來的最高點。 

二是祖國內地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 2001 年“入世”以來經濟快速、高

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

高地。也就是說，正是“九九”回歸以後在與祖國內地共同推進和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澳門”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包括知名度才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點。 

三是“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

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成為“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

“示範區”。 

對比“一國兩制”偉大試驗的率先垂範地――“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儘

管“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也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

功，但是同時其行穩致遠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出現了

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因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長時期“一

國兩制”實踐步履維艱，與“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一路凱歌

行進，形成比較鮮明和强烈的對比，不能不令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

和命運的人們對於“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一度的“亂”和“一國兩

制”之“澳門模式”長期的“治”，陷入深深的思考；對“九九”回歸以後

“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作為主流價值觀的“愛國愛

澳”根本原則深入人心，“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的優良傳統即“澳

門精神”發揚光大，全面實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全面實現“三個有機結合”和“三個不可偏

廢”的成功之道，陷入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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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於“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之巨大成就和巨

大成功，“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研究”尤其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

就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和比較充分的支撑和保障條件，有了比較新鮮、比較豐

富的研究素材和思想內容，“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的客

觀地位和作用也被進一步强化和彰顯。對比“九七”回歸前被熱議的“香港

學”在“九七”回歸後的歸於沉寂，“九九”回歸後澳門的“澳門學”則恒溫

不減，始終是相關學者的思想興奮點。 

其三，“一國兩制”因素，必須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

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通過對回歸前和回歸後近四十年的“澳門學”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我觀察

到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近四十年來，關於“澳門學”研究的討論，主

要集中在或曰基本局限在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各種專題研討會、各種專題

論文集、各種專欄文章中。當然，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或多或少或深或

淺是涉及到“澳門學”相關問題的。但是無論是 1999 年以前關於“一國兩制”

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指導的澳門回歸史的研究，還是 1999 年以來關於“一國

兩制”澳門實踐史的研究，總體而言，其中“澳門學”研究的探討是有意無意

地缺位的。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講――迄今為止，“一國兩制”因素還並

沒有被自覺和有機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還並沒有真正成為

“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更遑論作為其底蘊、

亮色和主基調。突出者如目前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相關學者比較多的關注，

是其中中西兩種文化、兩種文明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

的大背景問題，而比較少地關注澳門與祖國內地“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

態”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相互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

那麼，我們極言之，如果這一重大缺憾、重大疏離不能從根本上、從整體上及

時彌補、及時校正的話，已經在路上的“澳門學”研究究竟還能再走多遠、走

多深，可能都是個疑問。 

自 20 世紀 80 年初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出台並

付諸實踐以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探索和構建，經歷澳門回歸這

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後“開創澳門

新紀元”的全面建設，在取得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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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澱了極其豐富而深刻的成功經驗――包括面對和破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

險和挑戰、各種矛盾和困難的成功經驗。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建設給澳門

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和深遠影響，不僅是澳門的

“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基本背景和主要驅動力，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

的基本支撑力和主要營養劑，而且也應該和必須被自覺和有機地納入“澳門

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

的重要內容，成為“澳門學”研究的底蘊、亮色和主基調。成為“澳門學”研

究源源不竭的資料庫和資源庫。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即“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的探索

和試驗，歷史性地構建了“兩個大局”時代背景下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建設和“中華文明”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

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即“一國兩制”文明範式。 

那麼，甚麼是“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對此，我始終堅持這樣的理

解和闡釋――所謂的“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事實上包括有兩層涵義：

其一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前的“國際爭端解決模式”和“國家統

一模式”；其二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後的“國家治理模式”和

“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當然，無論就那層涵義而言，即不管是以“一國兩

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通過當事國之間的外交談判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

的領土和主權爭端問題；還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通過在一

個主權國家的大框架、大範圍內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

間、祖國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圓滿解決港澳地區在“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問題，

都是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全新試驗――誠如鄧小平先生和習近平主席所論

――“‘一國兩制’，馬克思沒說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這個新事物不是

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

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

中還從未有過。”“‘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

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國家

的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



 

 

10 
 

人對於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政治多極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多樣化”

的當代世界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政治文明發

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歷史遺留問題提供的富有

傳統哲學智慧的中國方案！”“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所構建的“一國

兩制”文明範式的巨大價值和意義也正是念茲在茲。 

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澳門的“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

應該同時也必須參照的歷史坐標系，積極回應這一時代呼喚，將為“澳門學”

研究創造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和學術發展可能。 

 

 


